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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绪 论

戏曲艺术与社会习尚、民俗信仰同属文化范畴，它们之间是

一种影响与被影响、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。作为来自民间的戏

曲，深深扎根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之中。郑振铎先生说：

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浓厚的基础。它

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

上，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。我们可以说，没有

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，使其感到亲切，感到

欣慰，而且得到满足。�

即是说，人民群众的爱戴是戏曲生存与发展的关键。中国社会

的进程到了北宋，可以说已进入了另一个新的纪元，其文化标志

就是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平民社会。俗文学是戏曲文学的本质特

征，它凭借着内容通俗、文字浅显的优势，得到在中国农业文明

� 郑振铎：《古本戏曲丛刊·序》，载《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》第 怨怨园页，上海
古籍出版社员怨愿源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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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发展起来的平民社会与平民文化的认可。因此，正如郑振铎

所言，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能像戏曲那样自始至终同人民群

众保持着一种从不间断的亲密无间的关系。瓦舍勾栏是宋代长

年集中向市民观众演出各种技艺的最为普遍的场所，它在平民

社会的强烈需求中应运而生。而瓦舍勾栏的出现，对于中国戏

曲的最终形成，又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，它为平民文化的勃

兴并迅速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。但是，这种良性循环

的互动关系并未涉及事物的本质，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这仅是

一种“求”与“供”的互动关系。这种关系链并未触及戏曲的本

原。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观察，则很快便会发现，中

国广大的农村是戏曲赖以存活的生命之源，它的民间娱乐的真

正存在，是通过农村这一广阔天地而得以充分展现的。这里是

社会习尚、民俗信仰不加掩饰地盛行的世界，农村以一种广博、

坦荡与野性的胸怀，拥抱着各种品类的戏曲文化。农村是戏曲

的起始与归宿。其孕育、萌芽、形成、发展，乃至艺术风格的最后

定型，无不与它有着最直接的血缘关系。这是所以称之为“民间

戏曲”的重要特征之一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城市是戏曲的一种过

渡，即便这种过渡对于戏曲艺术的发展来说举足轻重，但民间戏

曲与民俗关系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展现，则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农

村这块神奇的土地。

江西号称“戏曲之乡”。所谓“戏曲之乡”，不仅是说它的兴

盛与繁荣，而是指赣地本土文化在其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，生动

演示了中国戏曲这一艺术形态从发生到成熟直至鼎盛的整个动

态的历史进程，为人们立体地反观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历程，提供

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视角，也为戏曲文化研究者们提供了一

个颇为重要的参照系。

打开学科拓展的思路，从中寻找一些新的视点和方向，则无

论如何离不开对文化的探讨。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深层

控力，也是各个学科的内在纠结网络。戏曲在中国古代晚期社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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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里，是作为民俗文化的汇总和集大成体而显像的。廖奔先生

说：

戏曲的特殊内容蕴载力使它成为最广泛承载了中

国传统文化积淀的物类———从思维方式、哲学意识、宗

教心理、伦理准则、审美观念，一直到百姓日常习俗，都

在它的机体中得到充分体现。�

因此，戏曲作为一种文化审视的对象，具有特殊的研究功能。从

物理学角度看，戏曲本体可视为一个“场”，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

信息系统，它与外界条件发生千丝万缕、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从而

制约着本体的发生、发展、变易与衍流。作为文化积淀物同时又

是传播物的戏曲，其自身样式与特征的确立自然就包含了复杂

的社会文化因素。

地方戏曲与本土文化密不可分。它是某一区域相对汇聚了

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而出现的必然产物。因此，

从江西戏曲本体入手，审视与解读江西本土文化，给江西文化一

个较为客观的定位，是本书所期盼与向往的。

人们对地域文化的研究，多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地

望作为界定某一地域文化的依据，或以该地域建立国家与否来

决定文化圈的形成与否。根据这一理念，江西即无本土文化可

言，即使有，也只能依附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所形成的文化

圈的规范之中。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。文化的概

念不是一成不变、凝固僵死的东西，而是一种“自然的人化”，是

人对自然及人本身的认识和把握的一种难以穷尽的动态过程。

文化与人密不可分。人作为社会存在物，既是特殊的现实的个

� 廖奔：《戏曲：一种文化审视的对象》，载员怨怨苑年员员月圆缘日《中国文化报》第
三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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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又是社会的总体。人在物质生产中创造了文化，同时又反转

为一种精神的动力，成为一种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而始终推

动着历史的前进。因此，一切文化，均从属于人，离开人，文化将

无从谈起。马克思指出：

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

的过程，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。�

正是这一生生不息的生成过程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

和绚丽宏富的内涵。脱离这一背景，就无法理解地域文化的任

何特性。

中华民族文化所以源远流长、绚丽宏富，这是由其特殊性所

决定的。柳诒徵先生《中国文化史》说：

就今日中国言之，其第一特殊之现象，即幅员之广

袤，世罕其匹也。⋯⋯第二，则种族之复杂，至可惊异

也。⋯⋯其族之最大者，世称汉族。稽之史策，其血统

之混杂，决非一单纯种族。数千年来，其所吸收同化之

异族，无虑百数。⋯⋯第三，则年祀之久远，相承勿替

也。�

这种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现象，为地域文化的发达奠定

了坚实的基础，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生动活泼、丰富

多彩的多元文化。

列宁指出：

�

� 柳诒徵：《柳诒徵说文化》第远—员园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员怨怨怨年版。
马克思：《员愿源源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第愿愿页，人民出版社员怨愿缘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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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环境的特征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，而生产力

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

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。�

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，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进行的，受地理环

境的影响与制约，便必然要打上鲜明的地域印记。鄱阳湖平原，

位于江西省境北部，为长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江、抚河、信江、饶

河、修水等河流冲积、淤积而成的湖滨平原。其范围北起长江，

南达清江、新干、临川，东抵弋阳、乐平、万年、浮梁，西至安义、高

安及新余，地跨二十五个县、市，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。其地势

低平，港汊纵横，草洲滩地连片，池沼稻田相间，鄱阳湖则坐落中

央。区内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宜于农耕、放牧和发展水产养殖

业。鄱阳湖平原不仅有万余年的历史概貌和丰富的文化堆积，

而且经济环境与社会风尚亦得天独厚。《鄱阳志论》载：“饶之为

郡，以彭蠡、鄱阳之渔，浮梁之陶，余干之沃，故曰饶也。”南宋洪

迈《容斋随笔》“饶州风俗”条说得更为具体：

嘉 中，吴孝宗子经者，作《余干县学记》云：“古者
江南不能与中土等，宋受天命，然后七闽、二浙与江之

西东，冠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翕然大肆，人才之盛，遂甲于天

下。江南既为天下甲，而饶人喜事，又甲于江南。盖饶

之为州，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，其民家富而户羡，蓄百

金者不在富人之列。又当宽平无事之际，而天性好善，

为父兄者，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；为母妻者，以其子与

夫不学为辱。其美如此。”�

�

� 洪迈：《容斋四笔》第远远缘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员怨怨远年版。
《列宁全集》第猿愿卷第源缘怨页，人民出版社员怨缘怨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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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孝宗为北宋江西抚州人，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，对故乡发出如

此美好的赞叹，称江南“为天下甲”，而饶州“又甲于江南”，壤肥

物丰，家富户羡。北宋之际，即已跃居今江、皖、浙、闽诸省之首。

这一实录是靠得住的。其实，早在汉代，鄱阳湖平原即以“饭稻

羹鱼”的生活样式而丰衣足食。长期的发达与稳定，使其构成了

一个半封闭型、自给自足型的农耕社会，而这一理想王国，恰恰

最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生。

我们现在把时光锁定在万余年前的旧石器晚期，看看那时

的鄱阳湖平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员怨怨猿和员怨怨缘年，由北京大学、江西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
沃考古研究基金会联合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两次对江西万年

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取样和发掘。通过植硅石和

孢粉分析等科学检测，在江西万年仙人洞、吊桶环发现了一万二

千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标本和九千年至一万年前栽培稻植硅石

标本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最早水稻标本。同时，还出土石骨、

蚌、陶等器物九十余件（片），禽兽骨碎片一万余件，代表五个个

体的人类骨骼化石；还发现烧火堆灰坑等遗迹二十余处。这是

一支当年居住在赣江、鄱阳湖流域的具有赣鄱族系的原始居民，

先民们就是凭借着这类简陋粗笨的石制工具辟开丛莽，猎取野

兽，顽强地生存下来。这一考古成果被评为员怨怨缘年和“八五”期
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

美国安德沃考古研究基金会马尼士博士的论证，极其生动

地为我们展示了一部鄱阳湖平原原始先民文化发展史。而江西

万年仙人洞、吊桶环遗址科学考察取证结果，给我们留下了不少

认识与思考：

一、延续性

无论从地层堆积、出土遗物看，还是从测试的绝对年代看，

都有力证明仙人洞、吊桶环遗址有着旧石器末期到新石器时代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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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完整而清晰的地层，这就为探讨人类如何从旧石器时代过

渡到新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的革命是在何种环境、何种状态下

发生的提供了科学的、完整的、综合性的考古资料。另一方面，

它提醒我们，这支赣江、鄱阳湖流域的原始先民不仅通过他们艰

苦备尝的劳动在这片丛莽中生存下来，而且还具有一种超强的

延续性。他们繁衍着、传承着，不断地新陈代谢，竟使这一族系

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渡过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漫长岁月。

二、稳定性

仙人洞穴是赣鄱族系的生活栖息之所，而吊桶环遗址则不

见有任何人类居住的遗迹现象，所出遗物主要是石器以及伴出

大量兽骨及少量陶片，而且兽骨一般都较为细碎，肢骨及颌骨较

多，完整头骨不见。兽骨基本层层相叠，并伴随石器交错叠压，

这些都足以表明它应当是栖息于仙人洞的原始居民在这一带狩

猎的临时性营地和屠宰后用以敲骨吸髓的场所。� 这说明赣

江、鄱阳湖流域原始先民已经注意到生存环境的重要性，从而具

有较强的生存意识。他们对居住区、生活区及活动区进行了某

种有效的规范，使生存条件更趋合理化，为这一族系的延续性提

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与繁衍传承的可能。这里，没有异族的侵扰

与破坏的痕迹，表现出了一种超常的稳定性。为了抵御大自然

各种无情的灾害，先民们团结互爱，与灾害搏斗，经受了无数次

的考验，在实践的磨炼中不断总结经验，创造了人类奇迹。

三、开拓性

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的简·利比运用五种分析方法，用同

位素悦员圆原员猿和人骨晕员源原员缘对万年仙人洞、吊桶环遗址进行了分类

� 参见彭适凡：《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———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

的主要收获》，载员怨怨愿年第员期《农业考古》第猿怨园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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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同时研究了锄和尖形的掘工具及贝壳形打谷工具等。这

些研究表明了大约距今一万一千八百至八千年以前，已经有了

稻作农业的发展形式；认为野生稻在距今一万一千年以前即更

新世末期有了变化；粳稻是由野生稻过渡到籼稻，再进化而成。

在大约距今八千年以前完成了这个进化。� 于是，我们可以得

出这样一个结论：早期人类生活，多数分布在沼泽或平原与低矮

丘陵的交接地带，那里不仅有多种生态系统的食物资源，而且是

普通野生稻生长之地，为水稻的培植提供了先决条件。原始先

民的开拓性，即印痕在野生稻植硅石———接近栽培稻植硅石

———大量栽培稻植硅石这一历史进程之中。它昭示了赣鄱地区

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起源的研究中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地

位。我们认为，处于萌芽期或发轫期的万年仙人洞、吊桶环的稻

作农业是江西文化的源头，因为自人类产生培植谷类作物的社

会需要，进而变成一种社会行动时，文化便随之产生了。

文化，一般具有两种特性：从纵向看，它具有恒常性。地域

文化的持续变革，始终受制于文化本质。这种文化本质在某种

文化形态上，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它通常具有显著的恒常

性。这是因为文化既从属于时代，又从属于地域环境。地域环

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。人们在同一个自然环境中生活与

劳动，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，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现象，它成为

后来居住在这一地域的居民的人文环境，并影响他们的文化创

造导向而世代传承。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相比，它更凸显一种特

殊的地域个性。从横向看，文化又具有可塑性。可塑性是人类

进步的开始和不断发展的土壤。在地域文化中，我们隐约发现

一个规律：人们往往喜欢从周围地区的文化特性中选择其可用

的东西，而舍弃那些无用的东西。人们把这些可用的东西吸收

� 参见简·利比：《跨学科研究稻作农业起源》，载员怨怨愿年第员期《农业考古》第
猿怨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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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消化，并重新改造成为与其需要相一致的样子。当然，这一发

展在整个进程中从来无需有意识地进行，然而，若是在对人类行

为的模式构成的研究中忽略了这种发展，就放弃了理性地解释

的可能。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深刻指出：

文化的差异不仅是各个社会在取舍生存的那些可

能的方面时那种心安理得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。它毋

宁更归咎于文化中各种特性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复杂现

象。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，任何传统风俗的最后形式，

都远远超出了原始的人类冲动。这种最后形式在很大

的程度上依于这一特性与那些来自不同经验领域的其

他特性结合的方式。�

所谓“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”，是指外来文化及邻近文化与

本土文化的互补与交融，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原始冲动的传统

风俗；所谓“最后形式”，即到目前为止的最后形式，是指对传统

风俗进行了多次变革后的一种传统风俗，其特点与表现形式往

往是一种潜移默化的，在人类的传承过程中不知不觉便完成了

这种变革。当几个世纪或几个千年以后，人们反思其历史时，传

统的变革历程便鲜明地凸显出来。

鄱阳湖平原是原始稻作文化的起源地，万余年深厚的文化

积淀，构成了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模式。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千

篇一律的，都会形成一种与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的独特个性，这种

个性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在吸收外来经验的同时，经过长期整合

而形成的。这些被整合得很好的文化接受了那些最不协调的行

为而趋于和谐一致。这种经过整合并趋于和谐一致的文化模式

或文化经验，我们决不能说它仅是一种“附属文化”或“依赖文

� ［美］露丝·本尼迪克特：《文化模式》第猿怨页，三联书店员怨愿愿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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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”。

早在东周时期，围绕着鄱阳湖平原，出现了两个县邑。一个

是“艾”。《左传》“鲁哀公二十年（公元前源苑缘年）”记曰：“吴公子
庆忌骤谏吴子，曰：不改必亡。勿听。出居于艾。”据《辞海》“艾

县”条载：“春秋吴艾邑，西汉置县。治所在今江西修水县西。”所

辖几乎囊括鄱阳湖以西大片地区。今天，在昌九高速公路上有

一地名“艾城”，即古艾邑的遗存。而吴公子“出居于艾”，并不是

离吴去楚，他仍在自己的国土，只是远离吴国的都城而已。另一

个是“番”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云：“（楚昭王）十二年（公元前 缘园源
年），吴复伐楚，取番。楚恐，去郢，北徙都 。”又《史记·伍子胥
传》载：“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，取番。”《集解》注：“番，又音

婆”；《索隐》注：“番，盖鄱阳也。”余汗（今江西余干县）人吴芮，秦

末为番县令，由于深得江湖间民心，被民众号曰“番君”。至汉

初，“番”被“鄱阳”取代。

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鄱阳湖平原的归

属是极不稳定的，吴、楚两国从来没有在严格意义上把这一地区

作为自己的国土加以捍卫与整治，双方看重它的，仅是军事上的

需要，换句话说，它是吴、楚争霸的用兵之地。《左传纪事本末》

卷五十载：“定公二年，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。”鲁定公二年为公

元前缘园愿年，就是说，这之前鄱阳湖地区为吴国所有，才导致楚
“伐吴师于豫章”。但仅隔四年，即鲁定公六年（公元前缘园源年），
吴复伐楚，楚于惊恐之中逃离郢都，北迁至 ，即今湖北宜城东
南，遂定楚新都于此。至鲁哀公二十年（公元前源苑缘年），吴公子
“出居于艾”，这一地区仍属吴。公元前源苑源年，越灭吴，鄱阳湖
平原悉数归越。从史料记载看，此时的越、楚边界，基本相安无

事，相对于吴、楚，其军事用兵大为减少，直至楚宣王十四年（公

元前猿缘远年）楚灭越，越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达一百一十八年。公
元前圆圆猿年，秦灭楚，楚即结束了它在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一百
三十三年的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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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述史实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即：吴、越、楚

诸侯各国在鄱阳湖地区的统治，处于一种拉锯态势，军事上的你

攻我退和政治上的此消彼涨，使之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一地区形

成独霸天下的格局。而在经济上，则又呈另一发展模式，就是

说，它始终保持着一种本地区稳定状态，从而为这一地区的扬越

和干越这两支土著的亲和并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提供了可能。

唐代王勃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开篇便对鄱阳湖平原

地形作了精辟概括：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，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

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瓯越。”翼和轸，都是星宿名，古代

天文学家把星空的划分和地面的区域联系起来，称为分野。今

之滕王阁，其楼檐的东西两侧，按旧式规制悬有两块巨大匾额，

西为“西控蛮荆”；东乃“东引瓯越”。它以立体的方位，再现了鄱

阳湖平原“控蛮荆而引瓯越”这一占尽天时地利的千古形胜。由

于这里是吴、楚两国境界之地，吴地上游，楚地下游，故称“吴头

楚尾”或“楚尾吴头”。宋黄庭坚《山谷琴趣外篇·谒金门戏赠知

命》词：“山又水，行尽吴头楚尾”；朱熹《铅山立春》六言诗：“雪拥

山腰洞口，春回楚尾吴头。”这些诗词说明，所谓“吴头楚尾”，是

后人对鄱阳湖平原历史的一种习惯性称谓。

鄱阳湖地形的天然整体与春秋战国时期近四百年的人为分

割，造成了这一地区文化形态的“二律背反”。我们不能忽视吴

楚文化及中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。但细心观察，用歌德的

话说，即以“心灵的纽带”来探讨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，不难看

出，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它始终把“选择”作为吸纳与融合邻

近文化的杠杆，以适应本文化特性的需要，从而确定自身文化的

品格与个性。

鄱阳湖平原的弋阳邻县贵溪仙岩悬棺，出土了春秋战国时

期的弦琴和扁鼓，从某种意义看，这两件乐器实际代表了两种文

化的演示。吴文化特别强调弦琴在吴地音乐中的地位。“我国

弹琴乐器，古琴为最，南宋都城临安，‘浙派’琴家风靡一时。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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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又以严天池为代表的常熟‘虞山派’琴家，独领风骚数百

年。”� 明张岱《陶庵梦忆》对于吴地偏爱弦琴之俗，亦多有记

述。� 贵溪仙岩悬棺弦琴的出土，表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受

吴地音乐影响颇深；另一件乐器———扁鼓，则更多地具有土著文

化特色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弦琴在这一地区逐渐消失，扁鼓却得到

长足发展。在此后的岁月，鼓的运用已渗透赣鄱地区的农事耕

作、节日灯彩和日常生活等的各个层面，说明这一地区对于击鼓

的崇尚与偏好，已经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。元末明初，中国剧坛

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，在江西弋阳县产生了弋阳腔。

它的最大的艺术特点是伴奏只用大锣大鼓而不要管弦，正如汤

显祖所云：“其节以鼓，其调喧。”弋阳腔历来为江西人民大众所

喜闻乐见，它正是以通俗化、大众化的姿态与吴地高度雅化了的

以管弦伴奏的昆腔相抗衡。它从一个侧面演示了两种不同的文

化形态在鄱阳湖平原的消长过程。

赣鄱地区鼓文化的发达，潜隐着江西戏曲发生的因子。

�

� 见《陶庵梦忆》中《吴中绝技》、《绍兴琴派》、《范与兰》等篇，作家出版社员怨怨缘
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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